
书书书

　　社会
２０２０·１
ＣＪＳ
第４０卷

区域文化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
基于跨省流动人口的研究

石智雷

作者：石智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犃狌狋犺狅狉：犛犎犐
犣犺犻犾犲犻，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犘狌犫犾犻犮犃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犻狅狀，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犆犲狀狋犲狉狅犳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犎犲犪犾狋犺，犣犺狅狀犵狀犪狀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狊犪狀犱犔犪狑）犈犿犪犻犾：狕犾狊犺犻２０１１＠狕狌犲犾．犲犱狌．犮狀
本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生育支持政策试点效果跟踪评估与生育友好型社会构
建研究”（项目批准号：１９犃犚犓００４）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犜犺犻狊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犻狊狊狌狆狆狅狉狋犲犱犫狔
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狅犮犻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狅犳犆犺犻狀犪（犖狅．１９犃犚犓００４）．］

摘　要：本文利用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我国跨省流动人口数据，从动态的视角考察
了流入地文化和流出地文化对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数据结果显示，
高离婚率地区形成了一种强势的离婚文化，无论是从低离婚率地区流入到高
离婚率地区，还是从高离婚率地区流入到低离婚率地区，曾在高离婚率地区
生活过的跨省流动人口都会保持较高的离婚概率。离婚文化对个人行为的
影响表现为继承效应和浸染效应：继承效应即人们迁移到一个新的文化环境
中，原有的离婚文化会持续产生影响；浸染效应即人们迁移到一个新的区域，
会受到新接触的离婚文化的影响。年轻人更容易受到新迁入地文化浸染效
应的影响，而年龄较大的人更容易受到流出地文化继承效应的影响。在新环
境中，男性更容易接受新的文化，而女性则更多地保留了原有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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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１．《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２日，犺狋狋狆：∥狀犲狑狊．
狓犻狀犺狌犪狀犲狋．犮狅犿／狆狅犾犻狋犻犮狊／２０１６１２／１５／犮＿１１２０１２７１８３．犺狋犿，网址访问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８日。
２．本部分数据是根据历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和《中国民政统计年鉴》计算所得的一
般离婚率指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强调：“家庭是社
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
会文明。”１的确，“天下之本在家”。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家
庭的稳定性和完整性是家庭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关键。过去几十
年，中国家庭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家庭规模和结构越来越核心化（马
春华等，２０１１），家庭功能和家庭稳定性也在快速下降。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数据显示，１９７８至２０１８年，中国离婚率快速上升，离婚率从
１．５３‰上升到１０．３７‰；每年离婚登记人数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８．５万对上
升到２０１８年的４４６．０８万对，升高了１５．６５倍。２“闪婚闪离”这种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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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婚姻形式也屡见不鲜（王会、欧阳静，２０１２）。也就是说，现在正在进
入婚姻的“８０后”“９０后”，与他们的父母一代相比，将面临更高的离婚
风险。当前，离婚俨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中国社会形成了
一种新的“文化”。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问世以来，文化对
社会发展和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成为社会科学长期关注的议题之一
（犎犪狉狉犻狊狅狀犪狀犱犎狌狀狋犻狀犵狋狅狀，２０００）。福山、亨廷顿等学者探讨了文化因素对
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犔犪犘狅狉狋犪，１９９７；犓狀犪犮犽犪狀犱犓犲犲犳犲狉，１９９７；亨廷顿、哈
里森，２０１３）。近些年，学术界逐渐将研究视角转向微观行为决策，如文化
影响就业（犌犻犪狏犪狕狕犻，犲狋犪犾．，２０１３）、女性劳动参与（犃狀狋犲犮狅犾，２０００；犉犲狉狀á狀犱犲狕
犪狀犱犉狅犵犾犻，２００９）和生育行为（犃犾犿狅狀犱，犲狋犪犾．，２０１３）等。对人们生育和就
业等家庭决策有着深远影响的婚姻行为也会受到文化的影响。本研究
关心的学术命题是：一个区域的离婚文化（高离婚率）是否影响到人们对
婚姻的理解？迁入高离婚率的社会后，人们更可能结束婚姻吗？离开高
离婚率的社会，原有的婚姻文化是否持续产生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探
讨，不仅有助于学界从文化视角解释过去几十年我国离婚率的快速上
升，而且在理论上有助于识别文化影响个人行为的具体机制。
二、文化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回顾
（一）婚姻稳定性的解释：文化的视角
关于婚姻稳定性的解释，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内部的微观因

素，如家庭经济学强调婚姻的成本与收益（犅犲犮犽犲狉，犲狋犪犾．，１９７７；
犠犺犻狋犲，１９９０），社会心理学则强调婚姻匹配（犚狅犵犲狉狊，２００４；犛狅狌狋犺犪狀犱
犔犾狅狔犱，１９９５）和婚姻互动（犓犻犾犾犲狑犪犾犱，２０１６；钟梦宇等，２０１６）。这些研究
都为个体的离婚选择提供了很好的解释，而我们的疑问是，当前以自由
恋爱为基础的婚姻，其婚姻质量和婚姻匹配比以前更差吗？正如婚姻
问题专家经常强调的，即使是最幸福的婚姻，一生中也会有两百次离婚
的念头。婚姻中“问题”总会有，是否选择离婚重点在于人们对婚姻的
认识和理解。西方社会过去几十年离婚率持续攀升，学术界对此较为
一致的解释是：传统家庭和公共价值观的崩溃，源于与婚姻解散有关的
耻辱感降低，以及有关离婚的法律制度使其相对容易（犌狅狀狕á犾犲狕犪狀犱
犞犻犻狋犪狀犲狀，１９９５；曾毅、吴德清，１９９５）。也就是说，人们对家庭和婚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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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和理解发生了变化，由此导致离婚率的快速上升。３哈克斯塔夫
（犎犪犮犽狊狋犪犳犳，２０１０）和怀特黑德（犠犺犻狋犲犺犲犪犱，１９９８）等学者将其界定为从
传统的永久婚姻文化向离婚文化的转变。当前，以离婚自由和高离婚
率为特征的离婚文化，伴随着现代性、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在全球蔓延
（犎犻狉狊犮犺犿犪狀犪狀犱犜犲犲狉犪狑犻犮犺犻狋犮犺犪犻狀犪狀，２００３）。那么，离婚文化对中国的
婚姻家庭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３．使离婚相对更容易的法律制度的通过，也是社会大众及政策制定者对待婚姻的态度发生变
化的结果，内因还是婚姻文化的变化。

文化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经典命题。过去几
十年，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已有很多，但是对其影响效应的定量评估是
困难的。原因之一是对文化的定量测度难以剥离相互嵌套的社会、经济
和制度等诸多因素。社会科学对“文化”的研究数量众多，但是概念界定
一直没有统一。广义的文化往往等同于社会本身，以致混淆了其与制度
及社会结构的区别（犛犿犪犾犾，犲狋犪犾．，２０１０）。正如迪马乔所言，文化是“一种
集体现象，体现在人们的头脑中”（犇犻犕犪犵犵犻狅，１９９７），难以通过个体调查来
量化文化。但是不同区域和不同人群的文化存在差异，在不同的区域和
群体中，某种给定的文化特征总是显示不同的值（犎犻狋犾犻狀犪狀犱犘犻犾犻犪狏犻狀，
２００４）。基于帕森斯的社会化理论，我们将文化界定为某一社会群体经
历相似的社会化过程，所共享的激发人们行为的信念、偏好和价值观。
在其他社会经济因素随机给定的情况下，不同区域内反映某一文化特征
的指标的差异即体现了内在文化的差异。原因之二是，对文化影响人们
行为的效应进行评估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文化的内生性，即文化与社会行
为是相互生成的。人们自身的偏好和信念是由个体自身的经历所塑造
的，同时受到当前行为选择的强化；此外，人们的信念和偏好及其行为，
同时受到宏观的制度、社会和经济因素的约束（犘狅犾犪狏犻犲犼犪，２０１５）。这是文
化及文化影响复杂性的表现，即吉登斯所称的“结构二元性”，结构和个
体行动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交融（犌犻犱犱犲狀狊，１９８６）。寻求文化内生性
问题的解决方法，需要我们以动态的视角思考文化，把注意力放在文化
的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互动关系上，并在理论的复杂化和定量的精确
化之间寻求平衡（犘狅犾犪狏犻犲犼犪，２０１５）。任何文化都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中。
过去几十年我国离婚率的快速上升、不同区域间的离婚率差异以及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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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为我们识别文化的影响效应提供了契机。从人口
流动的视角出发，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流动过程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马
忠东、石智雷，２０１７），而离婚文化对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有怎样的影响，
离婚文化如何在人群和区域间扩散传播，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研
究。从量化社会科学的视角出发，一个区域的离婚率可以综合反映该地
的离婚文化（犉狌狉狋犪犱狅，犲狋犪犾．，２０１３）。本研究借鉴“流行病学分析法”，利
用跨省人口流动、十年前的地区离婚率和工具变量法来估算离婚文化对
人们婚姻稳定性的影响。
（二）离婚文化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内在机制
纵观现有文献，离婚文化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可以分为三个

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分析普遍的文化对离婚行为的影响，包括个人
价值观、宗教信仰等因素对个人离婚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犕狌狉狉犪狔，
２００２），也有学者探讨女性社会地位、性别比等家庭文化的影响效应
（犜狉犲狀狋犪狀犱犛狅狌狋犺，１９８９）。第二个阶段开始进入对离婚文化的研究。
首先通过对离婚现象和离婚率的总结从理论上提出离婚文化概念，然
后通过个体访谈研究离婚文化如何影响人们的离婚决策（犓犪狉犾犪，
２０１０）。也有学者研究婚姻观念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认同终身婚姻的
被访者通常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解决婚姻问题，更不容易选择
离婚（犃犿犪狋狅，犲狋犪犾．，２００３）。第三个阶段研究者开始利用大样本调查，
计量分析离婚文化对离婚行为的影响。目前相关文献还比较少，只有
弗塔多等学者（犉狌狉狋犪犱狅，犲狋犪犾．，２０１３）分析从欧洲到美国的移民的离婚
风险差异，考察流出地的离婚文化对人们离婚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
从低离婚率国家迁出的人更不容易选择离婚。该研究利用不同流出地
国家的离婚率来反映离婚文化，导致制度和文化对离婚行为的影响在
实证上很难区分（犛犲狏犻犾犾犪犛犪狀狕，２０１０）。比如，法律制度对离婚态度较
为宽松的国家，人们也更容易离婚。与弗塔多等人的研究相比，本研究
首先考察同一国内的跨省流动人口，以同一制度环境下不同地区间文
化的差异为基础；然后提出离婚文化影响婚姻稳定性的二元路径，在研
究流出地离婚文化影响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从同一地区流出的
人如何受到不同流入地离婚文化的影响。

离婚文化通过以下几种机制影响人们的婚姻行为。一是文化的规
范效应。离婚文化的兴起让人们普遍接受离婚行为，对离婚行为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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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程度标志着离婚文化的发展程度（犎犪犮犽狊狋犪犳犳，２０１０）。二是高离婚率
会对其他人形成示范效应。身边朋友或邻居的离婚案例越多，人们越
容易忽视离婚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将离婚作为处理婚姻问题的首选策
略（犉狌狉狋犪犱狅，犲狋犪犾．，２０１３）。三是高离婚率会让当前未婚和在婚的人们
对婚姻失去信心。高离婚率会导致大量的单亲家庭，在单亲家庭中长
大的子女会有更高的离婚概率。虽然有研究显示单亲家庭长大的子女
承诺不会像父母一样，但她们普遍缺乏对婚姻永久性的信任，进入婚姻
后的离婚概率明显高于一般家庭（犃犿犪狋狅犪狀犱犅狅狅狋犺，１９９１；犠狅犾犳犻狀犵犲狉，
１９９９）。四是离婚文化会改变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的格局。离婚率
的上升会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而经济独立的女性更容易将离婚作
为处理婚姻问题的手段。在高离婚率的社会中，女性会减少自身在婚
姻中对男性的经济依赖，因此会在整个生命周期参与劳动以提升收入。
也有学者认为，高离婚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婚姻中男女工作分配的
性别平等（犢狅犱犪狀犻狊，２００５）；另一方面，女性经济越独立，离婚的概率越
高（犓犪狆犾犪狀犪狀犱犛狋犻犲狉，２０１７）。
三、从永久婚姻文化到离婚文化：研究背景与假说
（一）我国婚姻文化的变迁
随着社会和制度环境的变迁，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也会相应发生

变化，而原有的文化传统以及文化的新近演化，又将成为下一步社会变
迁的基础和方向（犃犾犲狊犻狀犪犪狀犱犌犻狌犾犻犪狀狅，２０１５）。有学者认为，对传统家
庭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婚姻文化变迁（犌狅狅犱犲，１９９３）。哈克斯塔夫将婚
姻文化区分为永久婚姻文化和离婚文化。永久婚姻文化是基于以下三
个观念的一系列信念、形式和实践：婚姻是永恒的，婚姻是注定的，离婚
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离婚文化则将婚姻视为可以选择的和有前提条
件的信念和行为，离婚是婚姻不理想时的一个出路（犎犪犮犽狊狋犪犳犳，２０１０）。
离婚文化理论认为，与现代化直接相关的工业化、城市化和个人自由主
义的发展导致婚姻稳定性快速下降，形成了高离婚率的婚姻文化
（犘狉犲狊狋狅狀犪狀犱犕犮犇狅狀犪犾犱，１９７９）。人们越来越多地追求自我实现和个人
自由。正是在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氛围中，离婚成为自我表达的
一种模式，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离婚意味着控制自己生活的能力，是
一种新生和自由（犠犺犻狋犲犺犲犪犱，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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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推崇和践行永久婚姻文化。“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
之手，与子偕老。”这是中国人对婚姻家庭最美好的向往。在中国传统
社会，婚姻既是上事宗庙、下继后嗣的家族大事，也是国家伦理道德执
行的基础。在传统中国，离婚有悖于正统观念，离婚的事件极少（杨联
芬，２０１５）。社会从礼教和法律两个维度来维持婚姻的稳定。已婚女性
基本没有离婚的自由，即使丈夫可以“休妻”，也受到“七出”“三不出”等
诸多约束。４“被休”的女性及其原生家庭会被人耻笑，改嫁更是“丧失
贞节”。５到清末民初，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离婚被赋予了鲜明的现
代性标签，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波离婚高潮（杨联芬，２０１５）。新中国
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个人的离婚行为受到国家和单位的严格限制，
除了建国初期和文革时期因政治环境的影响出现过短期的高离婚率
外，长期保持低离婚率状态。６

４．传统礼教的“七出”包括不顺父母、无子、淫佚、嫉妒、恶疾、多言、窃盗等七条，女子触犯任何
一条即可被夫家离弃。有学者指出，“七出”原意是在男权制度下对女性生存权利的保护，约
束男子不能因色衰弃妻或富贵再娶。另外，《礼记》对离婚还有“三不去”的规定，进一步保护
妇女权益。参见陈顾远《中国婚姻史》１９３７年版第２３７－２４６页。
５．在宋代以前，尤其是先秦时期，婚姻相对自由，对女性再婚也持开放的态度。宋代以后，社
会伦理对女性的约束越来越多。
６．我国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１９５３年粗离婚率为０．１５９‰。
７．本部分的离婚率数据是基于历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提供
的登记离婚数量和有配偶人口数量计算的一般离婚率。部分年份没有调查婚姻状况，我们利
用插值法进行拟合。

改革开放四十年，伴随着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社会经历了永久
婚姻文化的衰落和离婚文化的兴起。首先表现为离婚率的快速上升。
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１９７８年全国一般离婚率为１．５３１‰，到２０１８年
一般离婚率上升为１０．３７２‰，上升了６．７７倍（详见图１）。二是离婚文
化在空间上分布不均等。以２０１８的离婚率来看，离婚率最高的五个省
份平均离婚率为１４．８０４‰，离婚率最低的五个省份平均为６．９１９‰，前
者是后者的２．１４倍。７三是离婚文化跨区域蔓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各省份离婚率数据显示，各省的离婚率均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且表现出
向高离婚率地区的趋同性（白彩全等，２０１５）。

结合已有研究可以发现，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离婚文化的快速兴起，
并且呈现跨区域蔓延趋势。以此为背景，本研究将具体分析离婚文化
如何在区域和群体之间传播，区域高离婚率如何影响个体的婚姻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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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表数据为作者基于历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
鉴》计算的一般离婚率指标，即年度离婚人数与１５岁及以上有配偶人数之
比。２０００年，由于全国人口普查口径的变化，离婚率受其影响有所波动。

图１：１９７８－２０１８年我国离婚率的变化

（二）在中国，离婚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
“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季羡林，１９９７）。在文化的横向扩

散过程中，各种文化的影响力会表现出强势或者弱势。人们面临不同
的文化时，更容易选择强势一方的文化。如果文化之间的力量相差悬
殊，弱势文化一般不会对强势文化构成威胁，它只能勉强存在或者在与
强势文化的抗争中逐渐消亡（亨廷顿，１９９８）。近代以来，来自西方的文
化思潮催生了我国的社会变革、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同时也对中华民
族的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冲击，尤其是家庭和婚姻文化。纵观中国婚
姻史，离婚文化的兴起有两个重要节点，一是２０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
二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改革开放。可见，中国离婚文化的兴起明显受
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８．在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９岁的女童得知父母离婚后的反应是：“家里有人离
婚，跟家里出个科学家一样现代化。”可见当时离婚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强势地位。

在中国，相对于永久婚姻文化，离婚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其原因
主要有三点。一是离婚文化从进入我国之初就披着“现代性”的外衣。
离婚在中国古已有之，并不是外来词，但是“自由离婚”则是西方现代思
潮，被赋予了鲜明的现代性。８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批判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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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单方面针对女性的“七出”，将其作为欺压女性的非人道德进行
彻底否定（杨联芬，２０１５）。有学者甚至将高离婚率看作现代性的一部
分，认为现代化的发展将带来婚姻稳定性的必然下降（犌狅犾犱狊犮犺犲犻犱犲狉
犪狀犱犠犪犻狋犲，１９９１）。二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离婚文化担负着瓦解传统
儒家伦理、破除封建文化的重任。很多人将自由离婚视作新道德对旧
道德的战胜：赞同离婚属于新派，体现进步和文明；反对离婚则属于保
守和封建（沈雁冰，１９２２）。其三，离婚文化秉承了个性解放和个体自由
的时代主旋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深知家庭本位主义是中国文化传
统的核心，要破除传统就必须对“家庭”来个彻底的批判（孙向晨，
２０１５）。西方文化将个人视为社会行为的主体，个人具有至高的价值，
因此提倡个性独立解放，消解个人对家庭的依附。相对来说，永久婚姻
文化则站在了个性解放和个体自由的对立面，成为中国负面传统文化
的代表。随着现代化、市场化的发展，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成为现代性
的基本内容，家庭则从需求共同体变成一种选择性关系。根据贝克的
个体化理论，在新时代的婚姻关系中，个体不再只是屈从于家庭的需
要，而是将个体的需要带入家庭。一旦个体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家庭就
有濒临破裂的危险，一个人终其一生可能会组成多个家庭或在多个家
庭中度过（贝克，２０１１）。
（三）离婚文化影响婚姻稳定性的继承效应和浸染效应
关于文化的属性，早期学者普遍认为，文化可以代际传递并保持较

高程度的稳定性（犎犻狋犾犻狀犪狀犱犘犻犾犻犪狏犻狀，２００４）。帕森斯认为，人们的价值
观是通过社会化过程获得的，主要发生在童年时期；一旦内化，这些文
化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犘犪狉狊狅狀狊犪狀犱犛犺犻犾狊，１９５１）。也就是
说，文化对人的影响是长期的、较为缓慢的，一旦内化成人们的态度和
信念，就会持续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并形成相对稳定的心理和行为
（犌狌犻狊狅，犲狋犪犾．，２００６）。费尔南德斯（犉犲狉狀á狀犱犲狕，２０１１）对文化的稳定性
理论提出了批评，她认为文化可以代际传承，但也会受到外界环境变化
的影响，比如新的社会经验、与他人或新文化的互动等。从上一代那里
继承的或者在成长过程中浸染其中的文化，受个体经验的影响也会逐
渐发生变化或者更新（犘狅犾犪狏犻犲犼犪，２０１５）。

本研究以费尔南德斯的文化理论作为参考框架，认为文化兼具继
承性和浸染性特征：继承性使群体或个人的文化特质具有一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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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浸染性使人们的文化特质在不同环境中不断变化。对流动人口来
说，其所接触的文化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旧有的伴随着个人
成长而浸染其中的文化，另一种是新进入或者新获得的不同于以往的
文化。流出地的离婚文化对于流入到外地的人依然有持续影响，我们
将此称为离婚文化的继承效应。离婚文化不仅可以基于家庭在代与代
之间传承，也会在人与人之间横向传播，比如人们会根据社区和朋友的
婚姻模式或婚姻观念调整自己对婚姻的理解。从低离婚率地区流入到
高离婚率地区，受流入地离婚文化的影响，人们的离婚风险也会上升，
本文将此称为离婚文化的浸染效应。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两个平
行假说：

假说１犪：流出地离婚率对跨省流动人口的离婚概率存在显著的正
向影响。

假说１犫：流入地离婚率对跨省流动人口的离婚概率存在显著的正
向影响。

离婚文化对婚姻行为的影响还会因个体的年龄和性别不同而有所
不同。一般来说，年轻人更容易受到婚姻外异性的吸引，也更容易接受
新的婚姻观念；而年龄较大的人受传统的永久婚姻文化影响更大，且他
们在流入地的婚姻市场上面临的诱惑相对较少。

假说２犪：相对于年龄较小者，流出地离婚率更容易影响年龄较大
的流动人口的离婚概率。

假说２犫：相对于年龄较大者，流入地离婚率更容易提高年轻流动
人口的离婚概率。

离婚文化对婚姻中夫妻双方的影响可能存在性别差异。当前我国
依然是男性主导的社会，在新的环境中男性更容易受到婚外女性的诱
惑。结婚后，女性的生活重心偏向于家庭，而已婚男性相对于单身男性
更可能在事业上获得成功，获得更高的职位和收入（Ｂｅｒｎａｒｄ，１９８２），对
异性的吸引力也会有所增加。在社会上，离婚对女性的负面影响更大，
因此女性相对于男性在离婚态度上更为保守。男性更容易接受新环境
中的离婚文化，而原有的文化特质在女性身上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她们
更容易受流出地离婚文化的影响。

假说３犪：流出地离婚率对女性跨省流动人口的离婚概率存在显著
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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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３犫：流入地离婚率对男性跨省流动人口的离婚概率存在显著
的正向影响。
四、实证策略与数据选择
（一）实证策略
由于文化概念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如何有效识别和测度文化成为

实证研究的关键。我国不同地区的离婚率差异很大（徐安琪、叶文振，
２００２；李在军等，２０１７）。地区离婚率的差异综合反映了文化、社会和经
济等诸多因素的差异，也就是说，人们关于婚姻的价值观、偏好和信念
在空间分布上存在差异（Ｆｕｒｔａｄｏ，犲狋犪犾．，２０１３）。借鉴费尔南德斯和
弗塔多等学者的研究方法，我们认为各个区域的离婚率可以作为该区
域离婚文化的综合反映，由此识别流出地和流入地婚姻文化的相关特征。

研究文化对个体的影响一般有两个思路，一是旧有的伴随其成长
的文化，个体流动后对其行为持续发生作用；二是新进入一个不同于以
往文化特征的环境，受到新接触文化的浸染和影响。本研究的策略是，
利用人口的跨省迁移从动态的视角衡量流入地文化和流出地文化对人
们离婚行为的影响。一方面，流动人口继承了其流出地家乡的文化，但
是不能把流出地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带到务工的城市；另一方面，他
们依然在中国，面临着与原来相同的制度环境，但是他们将接触到流入
地不同的文化环境。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显著的社会现象是大规模的
人口跨地区流动。最新数据显示，２０１７年底，全国有流动人口２．４５
亿，占总人口的１７．８２％，其中约１亿为跨省流动人口（国家卫计委流
动人口管理司，２０１７）。

以往研究多使用流行病学分析方法，选取第二代移民而不是第一
代移民来识别文化的影响，以避免移民在流入地的语言障碍以及制度
环境的差异（犉犲狉狀á狀犱犲狕犪狀犱犉狅犵犾犻，２００９）。本研究所选取的国内跨省
流动人口，面临着相同的制度环境，也不存在语言交流问题。已有研究
显示，人们在离婚前的迁移，并没有基于离婚风险的区域偏好和迁移选
择（犅狅狔犾犲，犲狋犪犾．，２００８）。但是从不同文化区域迁出的流动人口迁入同
一区域，会同时受到流入地离婚文化的影响；从同一文化区域迁出的流
动人口，具有基本相同的社会化过程，他们流入到不同的区域（类似于
随机分布到不同的区域），会受到不同区域的离婚文化的影响（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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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这种影响效应估计类似于双重差分的方法。

图２：流动人口的跨文化区域流动模式

　　在实证设计上，本文采用以下四个步骤来识别区域文化对流动人
口离婚概率的影响。第一步，将研究对象设定为跨省流动人口，以控制
流出地其他宏观因素的影响。第二步，研究对象流入到当前务工区域
是其首次外出流动，也就是说被访者没有流入到当前工作所在地之外
的区域，以尽可能保证流入地文化影响的外生性。第三步，流入到当前
务工区域的时间早于初婚时间，以保证研究对象的婚姻经历在流入地
发生。第四步，选取１９９０至２０００年的地区离婚率作为离婚文化的代
理指标，用十几年前的地区离婚率以剥离当前各类社会经济因素的干
扰。借鉴弗塔多等学者（犉狌狉狋犪犱狅，犲狋犪犾．，２０１３）的思路，本研究对估计
方程设定如下：

犇犚犻，犼犽＝β０＋β１犎犃犇犚犻，犼犽＋β２犗犃犇犚犻，犼犽＋β３犘犻，犼犽
　　　　　　＋β４犃犻，犼犽＋γ犻＋δ犻＋ν犻＋ε犻，犼犽

　　其中，犇犚犻，犼犽代表婚姻状态，是被访人犻从原来的文化区域犼流入
到当前的文化区域犽时，在调查时点是初婚还是有离婚经历。对离婚
概率最精确的算法，就是追踪同一年登记结婚的犖对夫妇，在他们所
有人走到生命的终点时，已经离婚的对数与犖的比值。精确计算离婚
的概率不仅需要比较完整的追踪调查数据，还需要较长的追踪时间，本
研究采取的方法是对该方法的近似替代：样本初婚至今是否有离婚经
历。被解释变量是二元变量，本文采用概率模型进行估计。但是由于
扰动项的分布未知，我们借鉴已有研究假定其为标准正态分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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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狉狅犫犻狋模型进行估计。在进行稳健性检验时，本研究进一步尝试犔狅犵犻狋
和线性概率模型等估计方法。９本文使用犆犾狌狊狋犲狉在省级层面的标准误。

９．由于模型中个体层面因素嵌套在流出地和流入地两个区域层面，不能使用多层模型进行估计。
１０．２０１５年全国各省的一般离婚率与粗离婚率的相关系数为０．９７９。

省级区域一般离婚率测算公式如下：
犃犇犚犼犽＝犖犃犇犼犽犖犛犘犼犽１００％

犎犃犇犚犻，犼犽和犗犃犇犚犻，犼犽分别代表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离婚率，用一般
离婚率来衡量，１０指某地区当年登记离婚对数犖犃犇犼犽占该地区年在婚
夫妻对数犖犛犘犼犽的比重。分母中剔除了在调查时点处于未婚、丧偶或
离婚状态等不具备离婚风险的人口。该方法便于统计，且便于在地区
间进行横向比较，因此一般离婚率得到广泛使用。本文使用两种度量
离婚文化的指标：一是借鉴费尔南德斯等人（犉犲狉狀á狀犱犲狕犪狀犱犉狅犵犾犻，
２００９）使用２０年前的生育率作为地区生育文化的替代指标，本文使用
流出地１９９０年的离婚率，利用２０多年前的数据，以剥离出混淆在离婚
率中的当前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流动人口平均迁移时间为９．９
年，平均年龄为３０岁，也就是说在１９９０年绝大部分流动人口还未流
出。本文使用２０００年的地区离婚率作为流入地的离婚文化，在此之后
流动人口逐渐进入流入地。二是流出省和流入省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５年这
６年的平均离婚率，尽量识别各地区不随时间变化的离婚文化特征。
当前离婚率更能反映该地区的离婚文化，但是地区社会经济因素的干
扰性也更强。

模型控制了被访者的个人特征、子女信息等现有文献证实会影响
离婚行为的因素（徐安琪，２０１２）。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受教育程度、民
族、居住的社区类型和外出务工时间。子女信息包括有无子女以及子
女中有无儿子。此外，本研究还控制了被访者所在的行业。

人们的婚姻稳定性及其价值观、偏好和信念可能受到宏观结构变
量的共同影响。因此，研究模型进一步控制了流入地和流出地２０１５年
的社会经济特征，包括人均犌犇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的
规模、互联网普及率、人口出生率和流动人口所占比重。本研究在省级
层面使用聚类标准误，以考虑不同省份内部个体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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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稳健性检验模型中使用狉狅犫狌狊狋稳健标准误，利用怀特检验处理
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γ犻是不随时间变化但影响离婚行为的特
征，１１δ犻是年度固定效应，ν犻是区域的固定效应，ε犻是误差项。

１１．比如被访者的文化程度、民族等因素。

（二）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自于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管理司进行的全国流动人口

动态监测调查。该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犘犘犛抽样
方法，覆盖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
上、没有本地户口的跨区县流动人口。从２０１０年预调研开始，目前已
经完成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６年的７轮调查，每年调查在县区层面随机轮转。
各地市负责编制被选中的社区／村的１００名合格对象名单，调查人员随
机抽取２０人进行访谈，每户只抽取一名１５～５９岁的流动人口。每年
抽取样本１５万左右。本研究使用调查进入成熟阶段的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和
２０１５年数据。

根据前文的研究设计，在数据选择上依据以下原则：剔除省内流
动，只保留跨省流动人口；年龄设置为２０～５０岁；婚姻状态为有婚姻经
历，包括初婚、离婚和再婚；剔除流入本地前在其他地区有务工经历的
群体，以避免离婚后的迁移选择性；只保留流入本地务工的时间早于初
婚时间，以保证整个婚姻过程在流入地完成；数据中不包括西藏自治
区；将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和２０１５年三年的截面调查数据样本合并，构建混合
面板数据。最后，本研究获得有效样本４８８６４个。考虑到流动人口的
离婚时间可能早于迁入当前区域的时间，本研究对样本进行了筛选，图
３描述了４８８６４个有效样本在各省的分布结构。卡方检验结果表明，
本研究所筛选的４８８６４个有效样本和所有跨省流动人口（２４０３０６个）
在各省的分布基本保持一致，没有显著差异。
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离婚率数据分别来自第三、第

四、第五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离婚率数据来自
历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各省２０１５年人均犌犇犘、利用外资规模、互
联网普及率和人口出生率等数据来自２０１６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
２０１５年市场化指数根据王小鲁、樊纲撰写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
报告（２０１６）》整理。样本及查询所得数据的统计描述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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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图中白色条状图是全部跨省流动人口样本（２４０３０６个）在各省的比重，
黑色条状图是依据研究设计筛选之后的４８８６４个样本在各省的比重。

图３：被调查个体在各省的分布

　　总体来看，跨省流动人口的平均离婚率为１．７２％。历次人口普查
数据统计结果显示，改革开放后我国离婚率呈持续上升趋势，一般离婚
率从１９８２年的０．２５６％上升到２０１５年的０．９２９％，提高了３．６３倍。
表２报告了四川、河南、山东三省的流出人口离婚率。在同一地区，从
不同地区流入的人有着不同的离婚概率；同一地区的人流入到不同地
区也会有不同的离婚概率。整体来看，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离婚率与流
动人口的离婚概率呈现正向相关性。流出地离婚率越高，流出人口的
离婚概率越高；流入地离婚率越高，流入人口的离婚概率也越高。
五、区域离婚文化对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的影响
（一）基本结果
表３报告了本研究的基本估计结果。整体来看，地区离婚文化对

个人离婚概率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表现为流入地离婚文化的浸染效应，
即流入地离婚率越高，外来人口的离婚概率越高；另一方面表现为流出
地离婚文化的继承效应，即流出地的离婚率越高，流出人口的离婚率也
越高。即使我们使用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的地区离婚率作为替代指标，同时
控制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社会经济特征，以上效应依然存在。

表３第１个模型控制了调查年份、出生年、个人特征以及流入地和
流出地的省域特征，并且在省级层面进行犆犾狌狊狋犲狉处理。模型估计结果
显示，流入地１００对夫妻中每增加１对夫妻离婚，流入人口的离婚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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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离
婚
率
（ ％
）

４７
４８
７

０．
３４
６

０．
２８
６

０．
１２
６

１．
７６
５

流
出
地
１９
９０
年
离
婚
率

各
省
１９
９０
年
一
般
离
婚
率
（ ％
）

４８
８４
２

０．
２６
２

０．
１６
５

０．
１２
６

１．
７６
５

流
入
地
１９
８２
年
离
婚
率

各
省
１９
８２
年
一
般
离
婚
率
（ ％
）

４７
４８
７

０．
２４
３

０．
３４
２

０．
１０
３

２．
０９
２

流
出
地
１９
８２
年
离
婚
率

各
省
１９
８２
年
一
般
离
婚
率
（ ％
）

４８
８４
２

０．
１８
４

０．
１７
１

０．
０７
９

２．
０９
２

流
出
地
城
市
离
婚
率

２０
１０
年
人
口
普
查
数
据
，城
市
中
离
婚
和
在
婚
人
口
的
比
值

４７
４８
７

０．
２７
９

０．
１０
３

０．
１４
５

０．
５９
８

流
入
地
１９
８５
年
离
婚
率

１９
８５
年
登
记
离
婚
对
数
与
登
记
结
婚
对
数
的
比

４７
４８
７

０．
５８
５

０．
５６
１

０．
２９
４

３．
４９
９

流
出
地
１９
８５
年
离
婚
率

１９
８５
年
登
记
离
婚
对
数
与
登
记
结
婚
对
数
的
比

４８
８４
２

０．
５２
２

０．
３１
６

０．
２９
４

３．
４９
９

年
龄

２０
～５
０
岁

４８
８６
４

３０
．５１
０

５．
８３
１

２０
５０

性
别

男
＝１
，女
＝０

４８
８６
４

０．
５５
７

０．
４９
７

０
１

受
教
育
年
限

从
未
上
过
学
、 小
学
、 初
中
、 高
中／
中
专
、 大
专
、 本
科
、

研
究
生
，分
别
赋
值
为
０、
６、
９、
１２
、 １５
、 １７
、 ２０

４８
８６
４

１０
．９８
６

３．
２５
１

０
２０

民
族

少
数
民
族
＝１
， 汉
族
＝０

４８
８６
４

０．
０４
９

０．
２１
６

０
１

社
区
类
型

社
区
＝１
， 村
＝０

４８
８６
４

０．
７０
０

０．
４５
８

０
１

迁
移
时
间

初
次
外
出
到
调
查
时
点
（ 年
）

４８
８２
２

９．
９３
５

５．
７９
４

０
４５

职
业

其
他
职
业
为
参
照

　１
生
产
制
造
业
工
人

４８
８６
３

０．
２１
３

０．
４０
９

０
１

　２
低
端
服
务
业
人
员

４８
８６
３

０．
０６
７

０．
２５
０

０
１

　３
高
端
服
务
业
人
员

４８
８６
３

０．
２６
６

０．
４４
２

０
１

　４
管
理
或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４８
８６
３

０．
３０
７

０．
４６
１

０
１

·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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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表
）

子
女
信
息

　
有
无
子
女

有
子
女
＝１
，无
＝０

４８
８５
９

０．
８１
６

０．
３８
７

０
１

　
有
无
儿
子

有
儿
子
＝１
，无
＝０

４８
８４
１

０．
５２
１

０．
５０
０

０
１

流
入
区
域
特
征
（ ２０
１５
年
）

　
人
均
犌犇
犘

省
人
均
犌犇
犘
的
对
数

４７
４８
７

１０
．０９

０．
８０
４

７．
７９
０

１１
．２０

　
利
用
外
资
规
模

全
社
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中
利
用
外
资
的
对
数

４７
４８
７

４．
０４
９

１．
６９
５

１．
２３
８

６．
８３
１

　
市
场
化
指
数

樊
纲
、 王
小
鲁
测
得
的
２０
１３
年
中
国
市
场
化
指
数

４７
４８
７

６．
８９
０

１．
７０
１

２．
１４
０

８．
５９
０

　
互
联
网
普
及
率

互
联
网
用
户
占
区
域
总
户
数
的
比
重

４７
４８
７

５９
．２８

１２
．２７

３４
．１０

７５
．３０

　
人
口
生
育
率

某
地
在
一
年
内
出
生
人
数
与
平
均
人
口
之
比

４７
４８
７

９．
８９
６

２．
６７
７

５．
８４
０

１５
．５９

　
流
动
人
口
比
重

流
入
人
口
占
总
人
口
的
比
重

４７
４８
７

３４
．１３

１４
．５９

１０
．９７

５５
．７１

流
出
区
域
特
征
（ ２０
１５
年
）

　
人
均
犌犇
犘

省
人
均
犌犇
犘
的
对
数

４８
８４
２

１０
．１２

０．
５７
８

６．
９３
４

１１
．２０

　
利
用
外
资
规
模

全
社
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中
利
用
外
资
的
对
数

４８
８４
２

３．
９９
３

１．
１３
２

１．
２３
８

６．
８３
１

　
市
场
化
指
数

樊
纲
、王
小
鲁
测
得
的
２０
１３
年
中
国
市
场
化
指
数

４８
８４
２

６．
３９
９

１．
１２
８

６．
３３
０

８．
５９
０

　
互
联
网
普
及
率

互
联
网
用
户
占
区
域
总
户
数
的
比
重

４８
８４
２

４３
．２４

８．
５０
７

３４
．１０

７５
．３０

　
人
口
生
育
率

某
地
在
一
年
内
出
生
人
数
与
平
均
人
口
之
比

４８
８４
２

６．
３４
５

０．
６１
７

４．
３２
０

７．
２０
０

流
入
区
域

中
部
为
参
照

　１
东
部

４８
８６
４

０．
７３
５

０．
４４
１

０
１

　２
西
部

４８
８６
４

０．
２０
９

０．
４０
６

０
１

流
出
区
域

中
部
为
参
照

　１
东
部

４８
８６
４

０．
３１
２

０．
４６
３

０
１

　２
西
部

４８
８６
４

０．
２７
６

０．
４４
７

０
１

·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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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四
川
、河
南
、山
东
籍
流
动
人
口
在
不
同
流
入
地
的
离
婚
率
　
　
　
　
　
　
　
　
　
　
　
（单
位
： ％
）

流
入
地
０．
５２

０．
５２

０．
５６

０．
６５

０．
６７

０．
６７

０．
６８

０．
７２

０．
７２

０．
７５

０．
７６

０．
８０

０．
８７

０．
８９

１．
０３

１．
３４

１．
４４

１．
６３

流
出
地

山
西

海
南

广
东

云
南

青
海

福
建

陕
西

浙
江

上
海

河
北

江
苏

湖
北

天
津

北
京

辽
宁
黑
龙
江
重
庆

新
疆

１．
０４

四
川

－
１．
７７

２．
４１

３．
８２

３．
８３

２．
８１

２．
６３

４．
５８

５．
０５

３．
７４

５．
０８

２．
５６

３．
６１

５．
７３

－
－

８．
５８

７．
８２

样
本
量

－
３９
５

７０
４

６８
１

４１
８

６７
６

２２
８
１０
０５

６１
４

１８
７

６１
０

１１
７

１９
４

３１
４

－
－

６４
１
１３
９４

０．
６９

河
南

０．
６３

－
２．
１１

－
２．
０６

１．
４
０．
７９

２．
１２

１．
９５

１．
６７

１．
２１

４．
２２

２．
４６

１．
５７

－
－

－
３．
９２

样
本
量

６３
４

－
３７
８

－
７２
８

２１
４

５０
５
１２
２４

７１
７

５９
８

８２
６

３３
２

９７
６
１２
７４

－
－

－
１８
０９

０．
６６

山
东

１．
４４

－
－

－
－

－
１．
５５

－
２．
８６

２．
３２

１．
７９

－
１．
８８

２．
２２

３．
７９

５．
３５

－
５．
７１

样
本
量

２０
８

－
－

－
－

－
１２
９

－
４２
０

３８
７

６１
５

－
２７
７２
１２
１７

３１
７

２４
３

－
２１
０

　
注
： １
．省
份
前
面
的
数
字
为
各
省
２０
１０
— ２
０１
５
年
一
般
离
婚
率
的
均
值
，单
位
为
％
； ２
．选
择
四
川
、河
南
、山
东
三
个
省
份
，主
要
考
虑
它
们

分
布
在
东
中
西
三
个
地
区
，且
都
是
人
口
流
出
大
省
。

·
１

·

·０３２·

社会·２０２０·１



表３：离婚文化对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的影响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系数 犱狔／犱狓 系数 犱狔／犱狓 系数 犱狔／犱狓

流入地离婚率（２０００年）０．４３００．０１６５０．３９６０．０１５１０．３６１０．０１３８
（０．０９２）（０．００３４）（０．０８９）（０．００３３）（０．０８６）（０．００３２）

流出地离婚率 ０．４９５０．０１９１０．４６２０．０１７７０．３４５０．０１３２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均值）（０．０９０）（０．００３３）（０．０９５）（０．００３５）（０．０９８）（０．００３６）
性别 －０．０４５２ －０．０５１２ －０．０４９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４）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２２３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２７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民族 ０．０３６４ ０．０３４８ ０．０１３６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０）
社区类型 －０．０３１４ －０．０３６６ －０．０３５２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５）
迁移时间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流入区域特征（２０１５年）
　人均犌犇犘 －０．０５４５ －０．０５２６ －０．０１７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２）
　利用外资规模 ０．０３４５ ０．０３４０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３）
　市场化指数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３７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５）
　互联网普及率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人口生育率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流动人口比重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流出区域特征（２０１５年）
　人均犌犇犘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１５６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１）
　利用外资规模 ０．０３４２ ０．０３４４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８）
　市场化指数 －０．０２６０ －０．０２３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４）
　互联网普及率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人口生育率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３５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４）
有无子女 －０．２３０ －０．２２９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７）
有无儿子 －０．１１８ －０．１１６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流入地（以中部地区为参照）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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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东部地区 ０．１５７

（０．１１７）
　西部地区 ０．２８４

（０．１３８）
流出地（以中部地区为参照）
　东部地区 ０．１６０

（０．０５４）
　西部地区 ０．１２０

（０．０６２）
常数项 ９８．９３ １０１．５ １００．６

（８．３２４） （８．２９５） （８．２２０）
控制出生时间 犢 犢 犢
控制调查年份 犢 犢 犢
控制地区效应 犖 犖 犢
犆犾狌狊狋犲狉标准误 省 省 省
犖 ４７４０３ ４７４０３ ４７４０３
犚２ ０．０７９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９
　注：１．狆＜０．０５，狆＜０．０１，狆＜０．００１；２．括号中报告的是经过省级层

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

增加１．６５％；流出地１００对夫妻中每增加１对夫妻离婚，流出人口的
离婚概率增加１．９１％，且均在狆＜０．００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用地区
离婚率来度量地区离婚文化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很可能存在某些不
可观测因素同时影响地区离婚率和流动人口的离婚概率。因此，在第
２个和第３个模型中我们进一步控制了流动人口的子女信息以及流入
地和流出地所在的区域。虽然模型３控制了个人和地区特征等２０个
因素，但是地区离婚文化对个人离婚概率影响的估计结果并没有发生
明显的变化。１２这意味着，跨地区迁移务工或者生活的人们，对婚姻的
理解会受到当地新接触文化的影响，即文化的浸染效应；人们迁移到一
个新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早年成长时期的文化特质依然持续发生作
用，即文化的继承效应。

１２．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核心变量的估计系数和显著性不再发生明显变化，基本可以判断不
存在重要的变量被遗漏。该论证方法参见陈强的《高级计量经济学及犛狋犪狋犪应用（第２版）》。

前文研究了地区离婚文化与离婚概率的因果关系，但是并没有明确
从低离婚率地区流入到高离婚率地区，或者从高离婚率地区流入到低离
婚率地区，人们的离婚风险怎么变化。在表３模型２的基础上，我们对跨
省流动人口的离婚概率做了回归预测，然后构建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离婚
概率矩阵。由表４数据可以发现，从低离婚率地区流入到低离婚率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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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离婚概率为１２．９‰，同样的一个人流入到高离婚率地区其离婚概率
则上升为２７．７４‰。从高离婚率地区流入到低离婚率地区的流动人口也
有较高的离婚概率（２１．６３‰）。在低、中离婚率地区之间流动，流动人口
离婚概率并没有明显的变化，我们将此称为婚姻文化安全区（见表４的
阴影区域）。无论是从高离婚率地区流出，还是流入到高离婚率地区，都
会明显提升流动人口的离婚概率。也就是说，只要接触到高离婚率文
化，人们的离婚概率就会上升。在此过程中，人们也可能接触到了永久
婚姻文化（低离婚率地区），但是流动人口更多受到离婚文化的影响。因
此我们认为，相对于传统的永久婚姻文化，离婚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
　　　　　　表４：跨区域流动人口的离婚概率矩阵（预测值）　　　（单位：‰）

地区离婚率 流出地
高 中 低 均值

流入地
高 ２７．７４ １８．４４ １５．７９ ２０．０３
中 ２０．４２ １２．４７ １１．０９ １３．４４
低 ２１．６３ １２．１３ １２．９０ １４．１６
均值 ２４．４２ １５．２２ １３．２７ １６．５８

　注：我们将各省基于一般离婚率从高到低进行排序，除西藏以外的３０个省市
自治区，最低的１０个省为低离婚率地区，中间１０个省为中离婚率地区，最
高的１０个省为高离婚率地区。

（二）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前文就地区离婚率对跨省流动人口离婚概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在此需要对模型的内生性和稳健性进行讨论。表３中我们引入了流入
地和流出地的省域特征，使用了２０００年及之前的地区离婚率指标，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对模型的影响。本部分我们
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分析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并利用不同的估计模型、
重新定义样本和调整核心变量测度指标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１．犐犞检验

１３．本文选择１９５５年的离婚率代表建国初期的离婚文化，是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由社会变
革引起的一波离婚高潮。社会大变革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婚姻形成冲击，比如地主阶级“一妻
多妾”封建婚姻模式的解体，对广大群众的影响则是取消旧社会的童养媳婚姻和解（转下页）

　　本研究引入了两个工具变量：一是利用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测算
的各地区１９８２年的一般离婚率；二是基于民政部统计的当年登记离婚
数和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的各地区１９５５年的一般离婚率。１３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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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选取这些数据，一方面，在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制度环境发
生了巨大变化，本文用１９５５年的离婚率体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地区离
婚文化，用１９８２年的离婚率体现改革开放初期的地区离婚文化。另一
方面，地区文化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传承性，历史上的地区离婚率对当
前的离婚率有较强的解释力。

（接上页）除封建包办婚姻。另外，建国初期，一批进城干部与农村的妻子离婚也较为常见。
１９５５年之后各地区离婚率开始相对稳定。
１４．另外，我们也尝试只引入“基于民政部统计的当年登记离婚数和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的各地区１９５５年的一般离婚率”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同样发现流出地和流入地离婚率变
量不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在第一阶段回归中，流入地离婚率回归模型的犉值为１１１８７．６４，
调整后犚２为０．８８６；流出地离婚率回归模型的犉值为２８４２．６６，犚２为
０．６６４，远高于弱工具变量的临界值，且均在狆＜０．００１的统计水平上显
著。过渡识别检验结果显示犛犪狉犵犪狀卡方为０．７２６（狆＝０．６３９）。因此，
本文所选择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且都是外生的。使用
该工具变量进行犇犠狌犎犪狌狊犿犪狀检验，犇狌狉犫犻狀卡方值为３．５２０（狆＝
０．１７２）。也就是说，本文所使用的流出地和流入地离婚率变量不存在内
生性问题，表３中的回归模型可得到一致估计。１４
２．稳健性检验
为了获得更加稳健的结论，本研究对一些可能的替代性假说进行

了检验，结果如表５所示。首先，由于扰动项的分布未知，在第１个和
第２个模型中分别使用犔狅犵犻狋和犔犘犕模型进行重新估计，结果显示，
无论是系数大小还是显著性，都与前文使用的犘狉狅犫犻狋模型十分一致。
其次，考虑到概率模型中的异方差问题，在第３个模型中我们使用犚狅犫狌狊狋
对标准误进行调整。可以看到，调整后的标准误有小幅上升，但是核心
变量依然在狆＜０．００３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其三，我们进一步以１９９０
年地区离婚率和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地区离婚率均值作为地区离婚文化的
代理指标，估计结果依然是正向显著的，估计系数有所减小。

其四，考虑到前文使用的是“样本在流出后才结婚”的严格假设，会
导致较多样本的损失，本研究在模型６中使用所有跨省流动样本进行
估计，结果显示流出地和流入地离婚率对跨省流动人口的离婚经历和
离婚状态的影响都是非常显著的，回归系数也没有明显变化。可见本
研究对样本的严格限定并没有改变样本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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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把离婚文化的影响分解为离婚文化的继承效应和浸染效应
时，就需要进一步引入时间的维度。如果文化影响人们的离婚行为，那
么随着流动人口迁入时间的延长，浸染效应应该有所增强，且流出地离
婚文化的继承效应也不应该消失。在模型７、８、９中，我们分别将研究
对象设置为迁入３～５年、６～８年、９年及以上，估计结果显示，随着迁
入时间的延长，流入地离婚文化对流入者离婚概率的影响先下降后上
升，呈现犝型关系；流出地离婚文化对流出者离婚概率的影响先上升
后下降，呈倒犝型。
２０１７年底，我国流动人口有２．４５亿人，以省内流动为主，跨省流

动人口所占比重相对较低。但跨省流动人口在各区域并非均匀分布，
如东部沿海的广东、上海等省市，流动人口以及逐步获得当地户籍的外
来人口占了很大的比重。一般来说，流动人口的离婚率高于当地居民
（马忠东、石智雷，２０１７），因此在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的地区，流
动人口的离婚率很可能会成为当地离婚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流
动人口大多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从经济落后地区流向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的地区，流入地基于经济优势形成文化优势。在模型１０中，我们剔
除了流入人口最多的广东省，在模型１１中进一步剔除流入人口规模排
名前四位的广东、上海、浙江和江苏，结果显示，流入地和流出地离婚率
对跨省流动人口的离婚概率依然有显著影响，影响系数大小也没有明
显变化。

也可能存在一种情况，人们倾向于流动到与出生地文化相近的区
域，而这些区域有类似的离婚文化和离婚率。选择流出地离婚率基本
相同的几个省份，考察人们从这几个省份流动到全国不同地区后，离婚
概率是否会随着当地离婚率的变化而变化。检验结果显示，地区离婚
率对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效应是稳健的，见表５。
六、哪些人更容易受到离婚文化的影响
由前文实证研究结果可知，地区离婚文化是影响人们对婚姻的理

解以及离婚选择的重要因素，但该结论只是地区离婚文化对跨省流动
人口离婚概率影响的平均效应。不同特征的个体对离婚文化的反应可
能存在差异。在这一节，我们根据年龄和性别将全部被访对象进行分
组，分别进行回归，以考察离婚文化对不同人群离婚概率影响的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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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结果如表６所示。在所有模型中，皆控制了个人层面、子女信息和
省域层面的特征。

表６：离婚文化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分年龄和性别估计
（１）

２０～３０岁
（２）

３１～４０岁
（３）

４１～５０岁
（５）
男性

（６）
女性

流入地离婚率 ０．６１９ ０．２１０ ０．３１０ ０．３５４ ０．３９１
（２０００年） （０．１０３） （０．０９８） （０．１８７） （０．１０５） （０．１２８）
流出地离婚率 －０．０２２ ０．３９２ ０．５２２ ０．２８０ ０．４３５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 （０．２４５） （０．０８９） （０．２５３） （０．２０３） （０．１５０）
犖 ２７０１７ １７１６８ ３２１８ ２６４８５ ２０９１８
犘狊犲狌犱狅犚２ ０．０７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６６ ０．０７７ ０．１１８
流入地离婚率 ０．３５４ ０．１１５ ０．２３６ ０．２９６ ０．１０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 （０．０８５） （０．０６８） （０．１２６） （０．０７７） （０．０８３）
流出地离婚率 ０．０４６ ０．２７９ ０．３８６ ０．１７９ ０．３１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 （０．１０６） （０．０８９） （０．１４９） （０．０７６） （０．０８９）
犖 ２７０１７ １７１６８ ３２１８ ２６４８５ ２０９１８
犘狊犲狌犱狅犚２ ０．０７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６７ ０．０７８ ０．１１７
　注：１．狆＜０．０５，狆＜０．０１，狆＜０．００１；２．括号中报告的是经过省级层

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３．以上模型皆控制流动人口个人特征、子女特
征、省域特征、出生时间效应、调查年份效应和地区效应。

　　本研究按照年龄将样本划分为２０～３０岁、３１～４０岁、４１～５０岁三
组。研究发现，流入地的离婚文化更容易影响较年轻流动人口的离婚
概率，而流出地离婚文化更容易影响年龄较大的流动人口。以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年离婚率作为离婚文化替代指标进行估计的结果显示，在２０～３０
岁年龄组，只有流入地离婚率对跨省流动人口的离婚概率存在显著正
向影响（狆＜０．００１），流出地离婚率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然而，在３１
～４０岁年龄组，流入地离婚率的影响系数和显著性都明显下降，在４１
～５０岁年龄组则不再显著。在３１～４０岁年龄组，流出地离婚率对跨
省流动人口离婚概率的影响开始变得显著（狆＜０．０１），且随着年龄的增
长，流出地离婚率对流动人口离婚概率的影响逐渐增强。在３１～４０岁
年龄组，流出地１００对夫妻中每增加１对离婚，跨省流出人口的离婚概
率就会增加１．５４％；在４１～５０岁年龄组，该边际影响效应上升为
４．１７％。以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离婚率的均值作为离婚文化替代指标，其估
计结果也表现出类似的规律。可见，对于较年轻的流动人口，其婚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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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行为更容易受到流入地文化浸染效应的影响；而年龄较大的流动
人口更多地表现出对家乡婚姻文化的继承效应。

分性别来看，流入地离婚文化的浸染效应主要影响跨省流动人口
中的男性，而流出地离婚文化的继承效应则主要影响女性。以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年离婚率作为离婚文化替代指标进行估计的结果显示，流入地
１００对夫妻中每增加１对离婚，跨省流入的男性离婚概率会增加１．４４
个百分点；流出地１００对夫妻中每增加１对离婚，跨省流入其他地区的
女性离婚概率会增加１．５１个百分点，两者均在狆＜０．００１的统计水平
上显著。流入地离婚率对女性流动人口的离婚概率也有显著影响，流
出地离婚率对男性流动人口的离婚概率没有影响。

不同年龄和性别的跨省流动人口对流出地和流入地离婚文化的不
同反应，是由流出地和流入地的文化性质、个人特质共同决定的。首
先，就离婚文化的浸染效应而言，发挥作用的流入地离婚文化是一种外
在的婚姻文化或社会习俗，其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改变人们对婚姻的
原有理解。这是一个由外到内的文化塑造过程。流动人口进入一个新
的文化环境后，一方面，年轻人可塑性强，容易接受新的文化；另一方
面，年轻人尤其是男性，在新流入地的婚姻市场上面临更多的选择和诱
惑。因此，越是年轻的、男性流动人口，越容易受到流入地离婚文化的
影响。其次，离婚文化的继承效应是内化于人们价值观念和偏好的一
种文化特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影响着人们在新环境中的行
为决策。这是文化效应由内到外的社会显现。年龄较大的群体或者女
性群体在婚姻中更为传统和保守，接受新生事物相对较慢；其在成长过
程中获得的文化将会持续发生作用，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影响力逐渐
凸显。也有一种可能是，女性在流出地获得的离婚文化在其流动到外
地后，在新的环境中得以激活或者强化。
七、结论与讨论
家庭的稳定和完整是当前我国家庭建设的基础和关键。本文利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跨省流动人口数据，从动态的视角考察了流入地文化和
流出地文化对流动人口离婚概率的影响。本研究发现，高离婚率地区
形成了一种强势的离婚文化，无论是从低离婚率地区流入到高离婚率
地区，还是从高离婚率地区流入到低离婚率地区，跨省流动人口都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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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较高的离婚概率。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以地区离婚率作为指标的离
婚文化是影响人们婚姻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平均来看，流入地１００对夫
妻中每增加１对离婚，流入人口的离婚概率增加１．３８～１．６５个百分
点；流出地１００对夫妻中每增加１对离婚，流出人口的离婚概率增加
１．３２～１．９１个百分点。这一发现是稳健的，本研究使用了工具变量，
且控制了个人特征、子女信息和流入地流出地省域特征来克服内生性
和遗漏变量问题，并调整估计方法、迁移时间、样本选择和变量测量等，
都证实了文化在跨省流动人口离婚决策中的重要性。进一步研究发
现，离婚文化的浸染效应主要会提高年轻流入人口的离婚概率；而离婚
文化的继承效应则更可能提高年龄较大的流出人口的离婚概率。文化
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更容易受到流入地文化的
影响，而女性更容易保留流出地的婚姻文化属性。

本研究表明，在考虑离婚文化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时，其继承性和浸
染性需要予以更多关注。继承性是离婚文化的代际传递，会影响个体
整个生命周期的离婚风险。该发现很好地支撑了帕森斯（犘犪狉狊狅狀狊，
１９５１）所提出的文化稳定性假说。浸染性即文化扩散效应，不仅会导致
离婚率在地区间和群体间的传播，还可能导致高离婚率螺旋式上升的
风险。比如，离婚文化对婚姻稳定性影响的扩散效应，有助于解释由于
法律调整或经济波动导致的离婚率短期内上升，可能会产生离婚率持
续上升的长期影响（犅狅犺犲犻犿犪狀犱犈狉犿犻狊犮犺，２００１）。离婚文化的扩散表
面上看是离婚行为和个案的增加，但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人们对婚姻
的信念、对离婚现象的认识。流入地离婚文化不仅会影响流入群体的
离婚行为，而且从高离婚率地区流出的人口，可能会提升流入地居民的
离婚风险。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个体”的离婚自由首先需要“家庭”的
价值观念加以平衡和制约（孙向晨，２０１５），以减少婚姻决策中的自私自利。

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应对全球化背景下外部文化的冲击具有重要
的启示。当前全球处于高流动性和开放时代，没有哪一个区域或群体
可以独立于全球化之外，不受外部力量或文化的影响。对优秀传统文
化的继承和弘扬，以及对优秀外来文化的选择性吸纳，都是十分必要
的。一个地区的高离婚率不仅会使人效仿，还可能使人们对婚姻失去
信心。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离婚率上升作为个体解放和社会进步的表
现。无论在现实中还是理论上，高离婚率与社会变迁和现代性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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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的联系（犌狅狅犱犲，１９９３）。从新文化运动掀起自由离婚的思潮起，离
婚文化就披着“现代性的外衣”，承载着颠覆传统伦理的“个人主义”内
涵（李文海，２０１４）。但是，当前这种看似能够满足个体意愿的婚姻文
化，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将自由离婚作为不负责任的借口，“闪婚闪
离”或者多婚重婚，造就了我国有史以来最高的离婚率时期。从文化的
角度来看，婚姻或离婚行为不只代表着一个家庭或者两个人，而是整个
社会的缩影。我们不仅要给予单亲家庭及其子女以必要的社会支持，
更重要的是去修复婚姻和家庭文化，实现家庭功能和家庭文化的再造。

作为对文化影响效应的探索性研究，本文还存在很多不足。由于
调查数据的限制，本文使用地区离婚率作为地区离婚文化的代理变量，
并不是对文化的直接度量，因此对离婚文化内涵的测度可能存在一定
的遗漏。虽然本文研究了离婚文化的继承效应和浸染效应，但是这些
效应具体如何发挥作用，以及浸染效应是否有可能仅仅是一种群体学
习效应，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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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５－２４９．

犛犿犪犾犾，犕犪狉犻狅犔狌犻狊，犇犪狏犻犱犑．犎犪狉犱犻狀犵，犪狀犱犕犻犮犺è犾犲犔犪犿狅狀狋．２０１０．“犚犲犮狅狀狊犻犱犲狉犻狀犵犆狌犾狋狌狉犲
犪狀犱犘狅狏犲狉狋狔．”犃狀狀犪犾狊狅犳狋犺犲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犪狀犱犛狅犮犻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
６２９（１）：６－２７．

犛狅狌狋犺，犑．犛犮狅狋狋犪狀犱犓犻犿犕．犔犾狅狔犱．１９９５．“犛狆狅狌狊犪犾犃犾狋犲狉狀犪狋犻狏犲狊犪狀犱犕犪狉犻狋犪犾犇犻狊狊狅犾狌狋犻狅狀．”
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６０（１）：２１－３５．

犜狉犲狀狋，犓犪狋犺犲狉犻狀犲犪狀犱犛犮狅狋狋犑．犛狅狌狋犺．１９８９．“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犇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狀狋狊狅犳狋犺犲犇犻狏狅狉犮犲犚犪狋犲：
犃犆狉狅狊狊犛狅犮犻犲狋犪犾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犕犪狉狉犻犪犵犲犪狀犱狋犺犲犉犪犿犻犾狔５１（２）：３９１－４０４．

犠犺犻狋犲，犓．犔狔狀狀．１９９０．“犇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狀狋狊狅犳犇犻狏狅狉犮犲：犃犚犲狏犻犲狑狅犳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犻狀狋犺犲犈犻犵犺狋犻犲狊．”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犕犪狉狉犻犪犵犲牔犉犪犿犻犾狔５２（４）：９０４－９１２．

犠犺犻狋犲犺犲犪犱，犅犪狉犫犪狉犪犇犪犳狅犲．１９９７．犜犺犲犇犻狏狅狉犮犲犆狌犾狋狌狉犲．犖犲狑犢狅狉犽：犓狀狅狆犳．
犠狅犾犳犻狀犵犲狉，犖犻犮犺狅犾犪狊犎．１９９９．“犜狉犲狀犱狊犻狀狋犺犲犐狀狋犲狉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犜狉犪狀狊犿犻狊狊犻狅狀狅犳犇犻狏狅狉犮犲．”

犇犲犿狅犵狉犪狆犺狔３６（３）：４１５－４２０．
犢狅犱犪狀犻狊，犆犪狉狉犻犲．２００５．“犇犻狏狅狉犮犲犆狌犾狋狌狉犲犪狀犱犕犪狉犻狋犪犾犌犲狀犱犲狉犈狇狌犪犾犻狋狔：犃犆狉狅狊狊犖犪狋犻狅狀犪犾

犛狋狌犱狔．”犌犲狀犱犲狉牔犛狅犮犻犲狋狔１９（５）：６４４－６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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